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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核战略与核政策时，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那些问
题就让我感到困惑。对于“核军备竞赛是危险的吗？”这个问题，我当时
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主张冷战期间的核竞赛具有严峻威胁的大多数
观点存在内在矛盾。辩论中对立一方的观点——主张美国为了维护安全
有必要进行核军备竞赛——也不尽如人意。其中，尤其需要研究的是美
苏关系中军事竞争与政治互动之间的关系。

有关军备竞赛的思考促使我将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作为理解国家何时应
该竞争、何时应该合作的方式。为了考察军备竞赛是否危险，我们需要
对可供国家使用的替代选择进行评估。军备竞赛可能会增加战争的可能
性，但是不进行军备竞赛会使战争变得更有可能发生。我在本书中建立
的理性理论可以让我们将国际环境的影响与国家所选择的战略的影响区
分开来；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理论评估军备竞赛本身是否危险，或者国家
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不是真正的根源。更广泛而言，我的理论帮助我们理
解国际环境对国家战略的影响，证明国际无政府状态并不导致竞争性国
际战略的一般趋势；在各种物质和信息条件下，合作是一国获得安全的
最佳选择。

多年来，我在《国际安全》和《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文章写出来都能够自圆其说，所以我没有
考虑再写一篇文章。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写一本关于国际关系
宏理论的著作。当我决定将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整合成一本专著时，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迅速就能完成的项目。最终，这本书又花费了
我几年时间去写作，并且涵盖了我从一开始并未设想的许多观点和章
节。

我在学术上最应该感谢的莫过于芝加哥大学，我从这所大学赖以成名的
学术能量和学术强度中受益良多。在芝加哥大学，“国际安全政策项
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PISP）为教师和研究生们



提供了互动、相互学习以及合作共事的理想平台。在这段时间，我与约
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鲍勃·佩普（Bob Pape）一道执
掌“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他们对这项事业的付出、对我们所应对的理论
与政策问题的深切关怀，以及他们的友谊让我备感珍惜；我相信，我们
在十多年前建立的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巨大成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之初
的一些年里，与多位专注于国际安全研究的芝加哥同事（如吉姆·费
伦、亚历克斯·温特、史蒂夫·沃尔特）的密切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

在我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许多人都对我给予了帮助。
我已经对那些在我写作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时提供帮助的人表达了感谢，
在此我就不再重复。如果我在此遗漏了在这本书以及相关未发表文章写
作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士，我提前致以歉意。

2008年春季，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学院（Harris School）“政治制度研究项
目”就我的书稿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天的研讨会，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
查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鲍勃·鲍威尔（Bob Powell）和杰克·
斯奈德（Jack Snyder）在开始阶段提出了卓有见地的评论和批评，启发
了当天的讨论。感谢他们花费宝贵时间读完我的书稿，并且前往芝加哥
参加讨论。我也感谢当天出席讨论会的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们。
这本书的写作也得益于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包括“国际安全政
策项目”、芝加哥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研究项目”、哈佛大学
奥林研究所的国际安全研究小组、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
国际安全研究项目。此外，我还要感谢参加“军事政策与国际关系研讨
班”的研究生同学们，他们对一些章节的前几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对于全部书稿的评论，我要感谢安迪·基德（Andy Kydd）和史蒂夫·布
鲁克斯（Steve Brooks），他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书面意见；同时还要
感谢乔恩·卡弗利（Jon Caverley）、马特·埃万杰利斯塔（Matt
Evangelista）、达拉赫·格兰特（Daragh Grant）、罗斯·凯拉尼克（Rose
Kelanic）、内吉恩·佩加（Negeen Pegahi）和约翰·舒斯勒（John
Scheussler）给予的出色指导。对于书稿部分章节以及相关未发表文章
的评论，我要感谢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史蒂夫·布鲁克
斯、巴里·布赞（Barry Buzan）、贾森·卡斯蒂略（Jasen Castillo）、戴
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亚历克斯·唐斯（Alex Downes）、戴维·
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马特·埃
万杰利斯塔、吉姆·费伦、斯文·费尔德曼（Sven Feldmann）、迈克尔·
格罗斯尼（Michael Glosny）、劳埃德·格鲁伯（Lloyd Gruber）、特德·



霍普夫（Ted Hopf）、塞思·琼斯（Seth Jones）、保罗·卡普尔（Paul
Kapur）、李东生（Dong Sun Lee）、查姆·考夫曼、珍妮弗·林德
（Jennifer Lind）、约翰·米尔斯海默、西隆行（Takayuki Nishi）、鲍勃
·佩普、鲍勃·鲍威尔、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约翰·舒
斯勒、兰迪·施韦勒（Randy Schweller）、戴维·西罗基（David
Siroky）、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杰克·斯奈德、西莉斯特·沃
兰德（Celeste Wallander）和亚历克斯·温特。他们的反馈和建议帮助我
明确自己的观点，并且提出新的观点。我要感谢乔恩·卡弗利和乔恩·舒
斯勒出色的研究支持，还要感谢内吉恩·佩加帮助我改进最后一稿的表
述和清晰度。

这本书吸收了我在下列文章中的观点：《军备竞赛何时危险？理性军备
对阵次优军备》（When Are Arms Races Dangerous？Rational versus
Suboptinmal Arming，《国际安全》第28卷第4期，2004年春季号）、
《什么是攻防对比以及我们如何对其进行测量？》（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国际安全》第22卷
第4期，1998年春季号，与查姆·考夫曼合著）、《安全两难再探》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世界政治》第50卷第1期，1997年
10月）、《乐观的现实主义者：合作作为一种自助手段》（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国际安全》第19卷第3期，
1994/1995年冬季号）、《军事战略的政治后果：对螺旋模型和威慑模
型的扩展与完善》（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世界政治》
第44卷第4期，1992年7月）。这些材料的使用已获出版社许可。

我的儿子亚当让我放慢了写作这本书的进度，令我感激的是，他使我的
生活变得丰富。我的妻子卡萝尔在这个项目上给予了我比以往更多的耐
心和支持。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



第一章导论

恐怖主义、核扩散以及地区不稳定通常被默认为居于美国面临的国际威
胁名单的前列。直到不久以前，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仍然是最大
的危险，冷战期间的苏联威胁就是一个最近的生动例证。然而，如今人
们普遍认为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它们之
间的竞争也变得缓和。与此前一个世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大国战争
的担忧已经不再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尽管一些观察家担心不断强大的
中国最终会对美国安全构成挑战，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在最糟糕的情况
下，中国也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与经济竞争的担忧相比显得相形见
绌。与欧洲发生冲突更被视为不可能，它是过去的危险，而不是当前或
者未来的危险。

和平而又相对安宁的大国关系的前景对美国的政策制定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冲突不大可能发生，那么美国就应该降低维持其单极军事优势及全
球覆盖的优先级别，将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如果相
信良好的政治关系能够得到维持，美国就可以从容地采取不那么具有挑
衅性的外交政策——而如果知道美国不是一个威胁，主要大国就既不会
采取侵略性的应对措施，又不会质疑美国的善意动机。如果并没有来自
其他技术发达的国家的威胁，美国就应该减少在尖端军事力量上的投
入，并且加大地区干预与反恐的力量投入。

评估未来的大国关系是否可能是和平的，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在多大程度
上依赖于美国的战略，这需要我们解决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问
题。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有何影响？更具体而言，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
家的军事要求结合在一起，是否会导致国家始终倾向于采取竞争性政
策？或者相反，一个国家对其军事实力的担忧在某些情况下能使合作成
为最佳选项吗？国家动机和目标对其行为有何影响？到底是国际体系及
其造成的不安全，还是“贪婪”国家的非安全动机驱动着国际竞争？国家
间政治关系对冲突的可能性有何影响？更具体而言，一国有关他国动机



的信息如何影响竞争或冲突的可能性？对他国动机的不确定性是否要求
国家采取竞争性政策？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但是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任何一种主要
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提供一个框架，以便让我们对这些问题形成完整
而又平衡的答案。相反，它们倾向于强调一个变量而舍弃其他变量。因
此，它们的论证忽略了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并且未能捕捉到对国家决
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地位显赫的理论存
在演绎上的缺陷，这进一步引起了有关国际政治性质的关键分歧。

理论

理论的类型

本书建立的理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战略选择理论。它所采取的研究视角
是，国家面对的是一个既有约束又有机遇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被假定
为无政府状态，即缺乏一个可以强制执行协议、阻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权
威。国家被假定为理性的——它在合理考虑自身利益及所面对的国际约
束和机遇的基础上作出有目的的决定。

这一理论分析一国应该选择的战略——基本上等同于假定国家是理性行
为体。在我所关注的案例中，敌对国也是理性的（而且一国准确地认为
情况就是如此）。对一个理性国家与另一理性国家的互动进行评估是整
个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项目的核心，因为主要著作
要么包含理性假定，要么包含将采取非理性行为的国家剔除出去的进化
机制。从一般意义上讲，我在本书中建立的理论大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在
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内部展开的。

不过，我对国家实际采取理性行为是一般规律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过去
几十年间，学者们建立了一系列理论——包括关注国家结构和政权类
型、组织和官僚政治的国内政治论点，以及关注认知错误的个体决策理
论——用以解释存在严重缺陷的国家决策。这些研究让我们有充分的理
由认为，国家通常无法采取理性行为。当国家采取理性行为时，我的理
论会成功解释它们的大部分行为。相反，当国家选择次优政策时，这一
理论对以往的国家行为的解释力会减弱，但它仍将是一种更为完善的国
际关系理论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要知道一国在面对国际体
系所施加的约束与机遇时能够做到多好——比如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



安全，那么理性理论就将是必需的。换言之，理解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
的影响需要一种理性理论，即使国家并不总是按照其约束行事。

此外，我的理论提供了一条评估国家实际行为的理性基线。如果没有这
样一个理论，我们将无法评估一国是否采取理性/最优行为。糟糕的结
果——比如军备竞赛和战争——可能仅仅反映的是一种危险的国际安全
环境，而不是有缺陷的政策决定。因此，关于次优行为的理论——无论
是基于国内政治还是基于个人决策错误的论点——都至少隐含地依赖于
一种理性理论。而且，如果敌对国被认为是一个理性行为体，这一理论
还可以提供政策指导，使国家制定基于自身对国际环境的理解的战略。

自变量

为了充分描绘国家及其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我认为必须将三类变量纳入
对国家安全政策选择的评估中。决策国的特点可以根据其动机
（motives）进行描绘。动机体现了一国所重视的东西，捕捉到了它的根
本利益和目标。国家类型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动机。一国所面临的国际环
境的特点可以根据两类变量加以描绘，这两类变量会显著地影响一国在
使用军事力量实现其目标时所面临的机遇与约束。物质变量（material
variables）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可以发展的军事实力。信息变量
（information variables）——既包括国家对其对手动机的了解，又包括
它认为对手如何了解自己的动机——影响到一国对其行动所导致的反应
的预期，由此也影响到它应该选择的战略。

基本直觉表明，每种变量——动机、物质潜力以及关于他国动机的信息
——都应该会影响一国的战略选择。动机会转换为各国眼中维持其占有
的领土以及获取更多领土的收益，由此可以影响它们的战略。与不满现
状的国家相比，对现状满意的国家认为改变现状不大可能会带来收益，
因此它们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不大。更确切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只受到安
全的驱使，并且因此满足于安全现状，那么它应该比更具野心动机的国
家更倾向于合作性政策。不过，在特定条件下，一个追求安全的国家也
会重视改变现状（如果更多领土会增加其防御自己的能力），并且会重
视战争（如果战争会削弱其对手当前或未来袭击自己的能力）。相比之
下，更具野心动机的国家——我称之为“贪婪”国家——基本上会对现状
不满，即使在并不需要安全的情况下也希望获得更多的领土。1这些非
安全目标会造成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使竞争成为一个贪婪国家实现其目
标的唯一战略。



物质变量应该会影响一国的战略选择，因为它们会影响该国获得军事实
力的能力，后者反过来会影响威慑和强制以及防御和进攻行为的结果。
一国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它能够发展的军事力量，而且要考虑其对手为回
应它所能发展的军事力量；两个国家军备建设的总体结果决定了一国的
军事实力，即执行有关军事任务的能力。一个比潜在对手更加强大（即
拥有更多资源）的国家更有能力赢得一场军备竞赛，而且如果全面武装
起来也更有能力赢得一场战争。因此，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更愿意采取竞
争性政策。与之密切相关，实力也应该会影响一国对潜在对手所造成危
险的评估——更强大的对手有更大的潜力对其进行伤害和侵略。冷战期
间，美国决定抵御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并与之竞争，部分反映了这些基本
的实力考量。当前美国对未来中国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后者不
断增长的实力。

除了实力，一国获得军事实力的能力也取决于为防御（维持）领土而部
署的军队与为攻击（夺取）领土而部署的军队相比所具有的相对效能，
这种比较体现在“攻防对比”（offense-defense balance）这一概念中。当
防御比进攻更容易时，同等强大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出现相互防御的前
景，相互之间也会更安全。如果防御的优势很大，即使是一个非常弱小
的国家也应该可以有效自卫，无论是比较强大的国家还是不那么强大的
国家都会为此改变战略。核武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表明技术可
以提供巨大的防御优势：至少对于主要大国而言，通过报复进行威慑所
需的核力量比阻止这些报复性实力所需的力量（可能是进攻所需的力
量）更加廉价。这一事实是核革命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解释了核武器为
何导致主要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减少、安全感提升以及冲突和战争的减
少。2

一国的选择也会受制于军事实力的性质。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部署适用于
防御但并不胜任进攻的军队，那么它的选择会不同于所拥有的军队能同
时胜任这两种军事任务的国家。在前一种情况下，当进攻和防御“可以
区分”时，一国的自卫可以不威胁到敌对国的自卫能力，而在后一种情
况下就无法如此了。攻防可区分性对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以及它们的军事
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国面对的物质环境不仅取决于实力，也取
决于这些攻防变量。

最后，一国关于对手动机的信息应该会影响到它的战略选择，因为这一
信息会影响它对对手行为（包括对其政策的反应）的预期。如果一个国
家认为自己很可能面对一个安全追求者，那么它会发现没有太大的必要



和价值进行自卫，除非对手是一个贪婪国家，因为贪婪国家改变现状的
决心比安全追求者更大。与之密切相关，对他国动机的信念也会影响合
作性战略与竞争性战略之间的适当平衡。当对手受安全动机驱动时，一
国应该预期自己采取合作性战略更有可能获得回报，而当对手受贪婪动
机驱动时，一国的自我克制更有可能遭到利用。当不确定对手的类型
时，一国需要平衡合作性战略与竞争性战略的优点。在后冷战时代，根
据其他国家对美国动机的信念最容易理解它们对美国实力的反应。美国
在物质实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几乎没有导致其他主要大国的反应，尤其是
欧洲大国，这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相信美国会尊重主要大国的
现状。3同样，美国对其他国家拥有的核力量所带来的危险的理解也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它对这些国家动机的评估的影响——伊朗或朝鲜的小规
模核力量会引起高度关注，因为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受非安全利益驱动
的，而俄罗斯更大规模的核力量如今不太引人关注，因为俄罗斯被认为
是仅仅受安全动机驱动的。

尽管我们有强烈的直觉将上述三类变量纳入理论之中，但是它们是否会
影响一国的战略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一个或多个变量可能是无关
紧要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变化不会导致一国选择不同的政策。因此，
决定应该将哪些变量纳入其中对于展开理论构建而言显得至关重要，但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为了回答哪些变量会影响一国政策，我们需要一种
演绎性理论。这一理论会发现，是否某些变量具有重大影响而其他变量
的影响很小或者没有。与这一路径相反，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所立足
的假定都是某一类变量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变量。最著名的是肯尼
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它几乎仅仅关注物质实
力，主张由实力分布创造的国际环境导致各国采取竞争性政策，即使在
它们仅仅受安全驱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4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强调
物质作用的观点的回应，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一位
结构性建构主义者——关注了使竞争和合作成为可能的观念，对于温特
而言，这些观念就包含有关他国动机的信息。5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了国
家的非安全（贪婪）动机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根源的作用。6

演绎论证

我所建立的演绎理论证明，上述三类变量实际上都会影响一国的政策，
而且总体上某一类变量对一国战略的决定作用并不比其他变量更为重要
——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一国的战略通常取决于不同变量之间
的综合作用。相比那些认为某一类变量具有重要性的理论而言，实际结



果更复杂，更不具简约性。不过，在一系列条件下，这样做的代价是合
理的，因为结果表明，那些强调一类变量而舍弃其他变量的理论可能会
错误评价国家的选择，并开出错误的政策处方。此外，以一个更加一般
性的框架为起点，我们可以发现，强调一种或另一种变量的理论之间的
论战是徒劳的或者是令人误解的，因为它们没有为得出它们的结论提供
一个充分的演绎基础。

为了分析国际环境对一国行为的影响，我关注的是安全追求者的决策。
如果这些国家选择竞争性政策，那么国际环境必定是这种竞争的根源，
因为这类国家缺乏会导致军备竞赛、对立联盟、危机和战争的根本性的
利益冲突。我发现，尽管竞争在某些条件下是安全追求者的最佳选择，
但是合作在其他条件下更可取。国际体系并不始终支持竞争性政策。其
中的变化既反映了物质变量的作用，也反映了信息变量的作用。防御优
势使有效的威慑性力量相对容易获得，让两个国家有可能同时拥有执行
其安全所要求的军事任务的能力，从而减弱竞争压力。有关对手可能是
安全追求者这一信息会使合作成为一国的最佳战略，这主要是由于两个
相互强化的原因：合作的风险较低，因为它更有可能获得回报；合作更
有价值，因为自我克制会使对手认为一国更有可能是一个安全追求者，
这会增加对手的安全感，反过来又会增加一国自身的安全。一国的战略
取决于物质变量和信息变量的综合影响。比如，在一些情况下物质条件
可能会支持竞争，但是对手是安全追求者的极大可能性会让合作成为一
国的最佳选择。

安全追求者之间竞争的核心是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会促使国家进行
军备建设以获取军事优势，阻止潜在对手获得这种优势，并且通过夺取
对方领土、摧毁其军事力量的方式削弱对手。因此，安全追求者的兴趣
不仅是有能力保护自己，而且是增加对手的安全感。为了实现这一点，
一国可以削减或放弃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从而让对手不易受到攻击。
为了增加对手的安全感，一国也可以采取行动促使对手相信自己更有可
能是一个安全追求者，并由此不大可能对其发动袭击。这需要一国发
出“高成本信号”（costly signal）——采取安全追求者而不是贪婪国家更
可能采取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对于安全追求者而言代价更低。一个有
效的高成本信号会说服对手修订其关于该国的信息，降低其对该国是贪
婪国家的估计，由此增强对立的安全追求者进行合作的意愿。

不过，各国并不会总是认为旨在增加对手安全感的政策是最佳选择。在
某些情况下，增加对手的安全感需要一国增加自身遭到打击的脆弱性，



这样就会冒太大的风险。当一国面临安全两难时，就会出现这种权衡。
安全两难通常被描绘为这样一种情形：其中一国为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
的措施会削弱对手的安全感。与之密切相关，如果一国采取增加对手安
全感的行动会增加自身遭到打击的脆弱性，并由此削弱自身安全，那么
它也会面临安全两难。这种军事脆弱性的上升既会妨碍对手军事脆弱性
的降低，也会妨碍自身善意动机的信号发送，并由此导致一个安全追求
者采取竞争性战略而非合作性战略。安全两难在安全追求者之间的竞争
中处于核心位置：当安全两难很微弱或者不复存在时，避免竞争会相对
容易。

安全两难的程度既取决于物质变量，也取决于信息变量。标准表达公式
聚焦于物质变量——攻防对比和攻防区分。比如，当进攻和防御可以区
分时，一国可以选择不去获取进攻性力量，而是部署防御性力量，从而
在降低对手脆弱性的同时又不增加自身的脆弱性，并且传递善意信号，
因为贪婪国家不太意愿放弃进攻性力量。当进攻具有巨大优势时，安全
追求者有很大的动机采取类似于贪婪国家所选择的竞争性军事战略。7

不过，尽管在这种情景中并没有得到多少重视，但信息变量也会影响安
全两难的剧烈程度。8如果两个国家都确定对方是安全追求者（而且如
果它们都知道对方了解这一点），那么安全两难会被消除，两个国家中
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竞争的动机，即使物质条件会激发不安全感和竞争。
而且，减弱安全两难并不需要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下，关于对手是安
全追求者的较高估计会降低合作的风险，并扩大允许一国采取减弱对手
不安全状况的战略的物质条件范围。因此，各国在互动开始时的信息会
决定它们未来的政治关系路径。如果一个国家相信对手很可能是贪婪国
家，它就会更倾向于采取竞争性战略，这会传递恶意信号，并且导致政
治关系的恶性循环。同样，关于对手很可能是安全追求者的初始信念会
支持使良性政治循环得以运转的政策。如果国际冲突的历史会让各国形
成关于其对手的动机和意图的信念，那么它也会造成竞争的趋势；同
样，国际和平的历史将会促进合作。

简而言之，无政府的国际环境并不会导致竞争的总体趋势：在某些条件
下，它会促使缺乏根本利益冲突的国家之间的理性竞争；在其他条件
下，国际环境会鼓励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信息变量和物质变量都会对
确定一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并进而确定安全两难发挥重要作用，它们还会
决定合作与竞争的相对优势。当面临严峻的安全两难时，各国是不安全
的，竞争可能比合作的风险更低。相反，温和的安全两难可以缓解或消



除竞争压力，使合作成为一国的最优战略。根据它们的取值，信息变量
和物质变量都可以支持合作性战略或竞争性战略；每一类变量的作用并
不总是超过另一类，一国的战略通常会反映它们的综合作用。

冷战结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例证，表明了物质变量和信息变量的综合作
用，也说明了对国际环境的设想更加狭隘的那些理论所存在的局限。冷
战的结束并没有削弱苏联的战略核力量，这种力量被普遍认为是苏联军
事机器中最危险的组成部分。苏联不仅拥有能够消灭美国许多次的力
量，而且拥有摧毁美国大部分核力量的尖端力量，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
代引起了美国强硬派的极大关注。此外，尽管苏联确实宣布大规模裁减
其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但是这样的裁减只是开始，而且是可以逆转
的。如果说冷战结束于1989年春这一点还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可以肯定
它在1989年末结束了，当时苏联在东欧的帝国已经瓦解而苏联本身还没
有解体。9美国的安全感随着苏联部署的军事力量及其所具有的军事潜
力的下降而上升。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安全感由于其对苏联动机理解的转变而加强。10
冷战期间，大量美国专家将苏联视为威胁，但是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原因
并没有形成共识。有关苏联动机的看法既包括纯粹的安全追求也有高度
的贪婪（非安全动机），还有观点认为苏联具有混合动机（安全加贪
婪）。即便是那些相信苏联很可能具有善意动机的人也认为苏联是危险
的，理由是苏联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引发的竞争。美国的政策综合了这
些在冷战不同时期不断转换的观点。相比之下，到冷战结束时一个强烈
的共识形成了，那就是苏联不可能是贪婪的。由此，美国的安全感大幅
上升，这反映了美国面临的新安全环境。作为回应，美国削减了其军事
力量，包括取消核武器现代化项目，大幅削减战区核力量，显著减少美
国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并且大规模裁减其常规军力结构。11美国和
北约继续依赖于核威慑，但是曾经最令人担忧和最危险的苏联的袭击如
今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这种状况缓解了美国的军力需要；核武器变成
了一种防范未来不可预料之事的保险政策。在解释冷战后美国对其安全
感上升的理解以及由此采取的政策方面，仅仅关注物质变量的理论面临
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仅仅关注信息问题的理论遗漏了重要的一环，从而无法解释
导致美国修正其对苏联动机评估的苏联决策。既有的物质条件使苏联能
够采取一系列在不同物质条件下可能极其危险的政策。具体而言，核武
器为苏联提供了保护其本土的有效威胁能力。核武器减弱了苏联将东欧


